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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背景下，科学评价我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和主要驱动路径，对于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构建了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改进熵权法和灰色关联模型相结合，对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从技术、市场、政府三个维度的“组态效应”研究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总体仍遵循东、中、西梯度空间分布格局。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驱动路径有5条，可将其归纳为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本质，为促进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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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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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key factors and driving path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digital benefit and then evaluates it by combining the improved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gray correlation model. On this basi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used to study the path cho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technology, market and govern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unbalanced, but it still follows the gradi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ast, middle and West. There are five driving paths for the high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adaptation modes: resource-oriented and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re are four paths for the low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reveal the complex interactive nature of multiple factors behi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bring beneficial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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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来临，制造业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相继提出振兴制造业计划，如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的概念、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日本制定“工业价值链计划”。同时，越南、印度和东欧等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的成本优势，逐渐取代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而国内自2011年以来，制造业就逐步面临着劳动人口红利骤减、要素成本上升、创新型人才匮乏以及制造业企业负税过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强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全价值链上的高质量转型升级。然而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各地区间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研发创新重心向东部倾斜，尤其在生产制造领域北上广深、浙江、福建等传统制造业强省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联网率已达到较高水平，而西部地区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不同区域间“数字鸿沟”明显


[1,2] ADDIN EN.CITE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驱动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理论探索。纵观目前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学者们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3]、商业模式变革[4]和组织创新[5]的影响以及如何构建数字平台[6]、数字创新生态[7]等方向的研究。《2018中国企业数字化发展报告》中指出，制造业作为中国的核心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数字化水平最低！显然理论界缺乏对中国不同区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评价以及对影响不同区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的讨论。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是一个受多重因素联合作用的复杂过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适用于探究多重因素的联合效应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机制[8]。因此，本文首先将改进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fsQCA方法从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三个维度探究影响不同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识别出存在哪些条件组态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哪些条件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非高）更为关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对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客观评价，为国家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依据；（2）将fsQCA方法引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这不但丰富了制造业数字化发展领域的研究方法工具箱，还从整体视角理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背后各条件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因果不对称关系；（3）探讨出适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路径，并将其总结为两种适配模式，对未来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深远。
2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化转型概念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孟凡生[9]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导，通过消除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最终提升企业绩效[10]；Frankiewicz[11]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人才而非技术的转型，通过重塑客户价值主张来改造企业运营模式、价值创造模式和商业模式，最终提高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García[12]认为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来说是企业升级战略思维的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升级IT基础设施，但本质上是战略而非技术的转型。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数字化转型是通过组合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引发企业属性的重大变化，从而提升企业转型能力和价值效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包含企业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研发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方位、彻底的变革，涵盖了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战略和思维等诸多要素，且彼此相辅相成。
科学合理地评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是研究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重要基础。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方面的研究，池毛毛[3]和张振刚[13]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创新的重要路径，利用数字技术对企业内部转型影响的相关题项来衡量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万伦[14]基于架构理念从战略与基础评估、水平与能力评估、效能与效益评估三方面评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而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企业的质量、成本、效率和创新能力，最终从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中得到体现。党琳[15]根据各地区信息就绪度、制造业自身投入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刻画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陈堂[16]从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要素出发，即劳动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创新环境等维度构建区域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此外由于数字化转型较难衡量，大部份学者采用对“数字化转型”等相关词频的数量统计对其进行测度
 ADDIN EN.CITE 
[17,18]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测量数字化转型的文献较少，且多从定性分析和文本分析法出发，测量方法较片面。而本文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以及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不仅有助于揭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而且为各地区政府在指导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参考。
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Llopis-Albert[19]指出数字技术颠覆了传统汽车行业的商业模式，其中股东、跨国公司董事会和政府对数字化转型影响较大，并利用fsqca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对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创新活动等投资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动力。Hrustek[20]将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定义为影响数字组织创新的因素或想法，主要包括客户驱动、技术驱动和组织发展驱动。Van Dyk[21]通过对南非零售组织的调查发现，利用TOE模型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技术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安全风险等）、组织因素（财务资源、企业文化等）和环境因素（客户需求、市场竞争等）三方面。国内学者王吉发等[22]建立了双子识别模型，发现市场竞争环境、R&D人员比例、技术设备状况等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陈春花[23]提出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包含数字技术的穿透、数字人才的协助以及开放性组织的协同发展。而陈爽英[1]借助TOE模型，从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三方面对比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业数字化水平差异。陈庆江[24]则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企业同群效应的观察，发现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是通过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推动组织变革，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力。综上，通过对现有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受技术、市场和政府三方面影响。因此，本文从技术、市场、政府三个维度出发，探讨驱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非高）的路径，理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于数字化转型测量方面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分析，或是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条的搜索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测量方式过于片面且研究的时间窗口较短；二是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考虑相关因素的单一作用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未考虑多个因素的联动影响，不能系统解释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多因素联合机制；三是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分析研究较匮乏，尚未打开中间具体过程的黑箱。因此，为了测量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展开研究，并对比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此外，利用fsQCA从技术、市场和政府三大关键因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理清导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效果异质性的非对称性因果关系，寻找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破点。
3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3.1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充分考虑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要求。《中国制造2025》、《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系列有关推进数字化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文件为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明确方向，提出要大力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要把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作为实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措施，推进制造业全面高质量发展。基于此，结合当前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创新生态、数字价值创造、产业协同发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柔性制造等实践模式，本文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来进行解读和阐述。
具体而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化技术转型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化平台，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运营、用数据决策和创新的生产运营模式。从本质上看，数字化技术转型的核心是“数据”，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运用、数据预测和数据安全维护等方面的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是指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促进企业全价值链的创新发展。从本质上看，数字化创新能力的核心在于“连接”，包括协同、合作和共享能力。数字化效益转型，是指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创造的经济收益和生态效益，即提高企业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好的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本质上看数字化效益转型的核心在于“价值”。
3.1.1数字化技术转型
数字化技术转型是以工业软件、嵌入型系统软件等为载体，通过技术改造实现制造业和IT行业深度融合。鉴于固定资产投资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本文借鉴罗序斌[25]对于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研究，数字化技术转型用数字化设备投入、数据处理与运营能力、数字化软件应用情况、数字化安全建设能力来测度。数字化设备投入包括企业的软件、硬件、网络及辅助设备的购置和维护，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为实现其自动化管理、高效生产运营、精准定制服务等提供有力支持；此外，数字化技术转型产生了大量数据，数据的处理和运营能力是企业数字技术强弱的直接表现。而数字化软件的应用，即企业应用物理融合系统实现信息的自动交换和动态控制，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员工沟通效率，而且为企业智能决策和协同创新提供参考依据；最后，数字化安全建设能有效保护企业自身信息系统和客户隐私，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真正实现。
3.1.2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

传统制造业想要在数字化浪潮中凸显，亟需打造适应企业自身转型的数字化创新能力，即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赋能创新[26]。由于传统工业企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和投入高的特性，因此创新的落脚点在于产品和服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4-2015）和《中国制造2025》中的相关内容，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用企业研发强度、产品创新能力、数字人才储备和有效发明专利数来衡量。首先，研发强度是企业实现产品创新的基础，研发强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实现产品创新。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直接体现产品创新的质量；其次，服务的创新体现在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精准定制服务，让用户参与到新产品的研发从而为企业与用户的沟通交流搭建桥梁。而数字化人才作为数字技术的实施主体，是企业服务创新的基础，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则直接反映了数字化创新为企业和客户带来的效益。
3.1.3数字化效益转型
数字化效益转型是促成企业转型升级的直观表现，通过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高的效益。这既包括经济效益的提升，也包括了生态效益的改善。数字技术与企业其他资源要素相融合，对企业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实施动态管理，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更高经济效益，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流程、防控污染排放[27]。因此本文借鉴黄昶生[28]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将数字化效益划分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方面。其中，经济效益包括成本费用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三个指标；生态效益从能源和环境两个方面考虑，因为各地区很少有统计制造业的生态效益状况，而制造业又从属于工业的范畴，因此选取工业企业的数据来代替，其中单位工业增加值电力消耗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煤炭消耗量属于能源方面，环境保护方面则用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两个指标来衡量。
表 1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单位
	属性

	数字化技术转型A
	数字化设备投入A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正向

	
	数据处理与运营能力A2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收入、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收入之和
	万元
	正向

	
	数字化软件应用情况A3
	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与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之和
	万元
	正向

	
	数字化安全建设能力A4
	信息安全软件收入
	万元
	正向

	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B
	研发强度B1
	R&D经费内部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
	正向

	
	产品创新能力B2
	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
	正向

	
	数字人才储备B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从业人数
	万人
	正向

	
	有效发明专利数B4
	该地区在报告年度拥有的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件
	正向

	数字化效益转型C
	成本费用利润率C1
	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
	正向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C2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
	%
	正向

	
	资产负债率C3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
	逆向

	
	单位工业增加值电力消耗量C4
	工业电力消耗量/工业增加值
	亿千瓦时/亿元
	逆向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C5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吨/亿元
	逆向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C6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万吨/亿元
	逆向

	
	单位工业增加值煤炭消耗量C7
	工业煤炭消耗量/工业增加值
	万吨/亿元
	逆向


3.2基于改进熵值-灰色关联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模型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依赖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评价时，首先利用改进熵值法进行客观权重赋值，尽量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其次，利用灰色理论进行评价分析，通过计算各地区与最优方案的灰色关联度值，来综合确定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结果的优劣排序。
3.2.1改进熵值法确定权重

熵值法根据各评价指标间的离散程度，用信息熵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即若指标cj之间的离散程度越大，则认为指标的信息量越大，其对最终评价结果的影响就越大，因而被赋予较大的权重系数；而指标离散程度越小则表示其对最终评价结果影响越小，相应的被赋予较小的权重系数。但熵值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当某项指标值因离散程度较大而带来的指标权重不合理问题，为此本文将选用改进熵值法，即将标准化法与熵值法相结合对指标进行赋权[29]，具体改进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每一个指标的单位和量纲不同，按照原始数据直接计算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因此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vij表示第i个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i=1,2,…,n；j=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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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2.wmf]j

v

表示指标cj的均值，
[image: image3.wmf]j

s

表示指标cj的标准差，D表示为消除负数的影响而进行的最小平移幅度。

（2）计算熵值

在各指标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样本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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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一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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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δj≥0，i=1,2,…,n; j=1,2,…,m。

（3）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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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1,2,…,m。
（4）指标权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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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1,2,…,m。最后，根据熵的可加性，一级指标的权重可由二级指标的权重加总得出。
3.2.2基于改进熵值-灰色关联的综合评价
改进熵值-灰色关联的综合评价是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判断若干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在几何形状上的相似程度，即依据关联度的大小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若越相似，则两者的关联程度越高。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无量纲化
首先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对于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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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逆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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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确定分析数列
将最优指标集记为S*，由于标准化时已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处理，所以本文将所有指标的最大值视作最优集。在进行灰色关联系数计算时，选择将最优集视作参考数列，将各不同地区的指标集视作比较数列，如下所示：

参考数列：{S*}={So1,So2,...,Soj}
比较数列：{S}={Si1,Si2,…,Sij}
（3）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分别求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与参考数列中第j个最优值的关联系数βij（i=1,2,…,n; j=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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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为分辨系数，ρ∈[0,1]，一般取ρ=0.5。

（4）计算灰色加权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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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表示第i个地区对理想地区的灰色加权关联度。
（5）评价分析
根据di值的大小对各地区进行优劣排序，di值越大，说明越趋近理想值，评价效果越好。
4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结果

4.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全国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告以及CSMAR国泰安研究数据库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研究对象为剔除海南、西藏、青海以外的全国28个省市，覆盖了2011-2019年全国28个省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指标数据。

4.2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

依据上文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得到各省市制造业数字化技术转型、创新能力转型、效益转型和综合评价结果，取历年评价结果的均值可得到各省份2011-2019年整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如表2所示。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分布区域广泛，不同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化明显，总体呈现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差的状态。

从数字化技术转型视角看，评价结果较好的三个省份为北京、广东、江苏，其在数字化设备投入、数据处理和运营、数字化软件应用以及数据安全这四个方面均位居全国前列。这不仅得益于这些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其本身制造业产业基础强，在人力资源水平、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优势为其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先决条件。然而，中部地区制造业发达的天津、河北却排在了10名以外，而处于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重庆排名较靠前，究其原因是这三个地区属于高质量制造业集聚地区，如陕西省的汽车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四川省的电子信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在国内外都拥有良好声誉。

从数字化创新能力视角来看，排名前十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天津、山东、湖南、重庆、安徽，其中中部地区的湖南、安徽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也进入前十，分析发现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创新人才，据统计湖南、安徽和重庆等地的R&D人员全时当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为数字化新产品研发和数字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从数字化效益转型视角看，陕西省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陕西省制造业数字化生态效益较好，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小于北京、上海等地区，而前十名的省份中，还包括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其主要原因是湖南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使得全省规模工业快速发展，整体制造业呈稳步高质量发展趋势。而河南省制造业中高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占比较大，工业增加值历年来稳居全国前列，形成装备制造、现代食品两大万亿级产业基地，经济效益较高。

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水平来看，虽然存在中部地区个别省份超越东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个别省份赶上中部地区省份的状况，但是总体特征没有实质性变化，仍然遵循着东、中、西梯度空间分布格局。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梯度：（1）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属于第一梯度，他们在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方面均排名前6位，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省份。（2）第二梯度的省份分别是浙江、陕西、山东、四川、福建、天津、辽宁、湖南、湖北、河南、重庆、安徽，这些地区数字化技术转型和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部分地区数字化效益转型较差，说明这些地区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数字化效益还需要时日才能显现出来。（3）第三梯度的省份分别是吉林、江西、河北、广西、黑龙江、山西、贵州、内蒙古、云南、新疆、甘肃、宁夏，大部分是实现经济赶超的西部地区省份。其中，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区因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偏僻的地理位置、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低质量的劳动力人才严重影响地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总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转型较快，中部地区持续追赶和西部地区努力奋进的状态。各地区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努力突破现状并积极寻找影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探索出适合本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路径。
表 2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省际对比

Table 2 provincial comparis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地区
	数字化技术转型
	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
	数字化效益转型
	综合评价

	北京
	0.8584（1）
	0.6312（2）
	0.8179（2）
	0.7830（1）

	广东
	0.6815（2）
	0.8233（1）
	0.7653（4）
	0.7401（2）

	江苏
	0.6145（3）
	0.5001（3）
	0.7603（5）
	0.6092（3）

	上海
	0.4287（6）
	0.4507（5）
	0.8142（3）
	0.5111（4）

	浙江
	0.4258（7）
	0.4796（4）
	0.6809（14）
	0.4920（5）

	陕西
	0.3629（10）
	0.3706（16）
	0.9144（1）
	0.4738（6）

	山东
	0.4378（4）
	0.4051（7）
	0.6668（16）
	0.4732（7）

	四川
	0.4360（5）
	0.3723（14）
	0.6844（13）
	0.4660（8）

	福建
	0.3908（9）
	0.3710（15）
	0.7374（7）
	0.4531（9）

	天津
	0.3530（14）
	0.4092（6）
	0.7247（8）
	0.4429（10）

	辽宁
	0.3936（8）
	0.3747（13）
	0.6666（18）
	0.4417（11）

	湖南
	0.3531（13）
	0.3997（8）
	0.7193（9）
	0.4390（12）

	湖北
	0.3570（11）
	0.3855（11）
	0.7101（10）
	0.4350（13）

	河南
	0.3470（17）
	0.3664（17）
	0.7447（6）
	0.4310（14）

	重庆
	0.3541（12）
	0.3972（9）
	0.6668（17）
	0.4285（15）

	安徽
	0.3440（18）
	0.3970（10）
	0.6888（12）
	0.4277（16）

	吉林
	0.3492（15）
	0.3493（25）
	0.7065（11）
	0.4196（17）

	江西
	0.3393（21）
	0.3502（23）
	0.6755（15）
	0.4087（18）

	河北
	0.3473（16）
	0.3594（18）
	0.6268（21）
	0.4059（19）

	广西
	0.3425（20）
	0.3471（26）
	0.6533（19）
	0.4051（20）

	黑龙江
	0.3428（19）
	0.3540（19）
	0.6417（20）
	0.4050（21）

	山西
	0.3348（27）
	0.3793（12）
	0.5550（22）
	0.3914（22）

	贵州
	0.3372（25）
	0.3518（21）
	0.5526（23）
	0.3839（23）

	内蒙古
	0.3391（22）
	0.3528（20）
	0.5374（24）
	0.3822（24）

	云南
	0.3377（23）
	0.3498（24）
	0.5314（25）
	0.3794（25）

	新疆
	0.3377（24）
	0.3418（28）
	0.4682（26）
	0.3646（26）

	甘肃
	0.3352（26）
	0.3435（27）
	0.4594（27）
	0.3621（27）

	宁夏
	0.3337（28）
	0.3508（22）
	0.3584（28）
	0.3436（28）

	东部
	0.4931
	0.4804
	0.7261
	0.5352

	中部
	0.3459
	0.3727
	0.6802
	0.4197

	西部
	0.3516
	0.3578
	0.5826
	0.3989


注：根据中国统计局相关数据，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为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为中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西部地区。

5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5.1 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通常用于揭示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因果关系[8]。本文使用fsQCA方法来讨论影响因素（条件变量）如何作用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结果变量），该方法可以通过组态效应来解释因果之间复杂关系，探索出特定结果存在的多种等效路径，并且有效避免传统对称性定量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30]，找到影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非高）的关键因素，帮助本文厘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深入分析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8]。
通常，fsQCA研究使用横截面数据，但目前研究认为可以应用GCA模型将数据的时间效益考虑其中[31]。该模型在Ragin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一致性和覆盖率在不同案例和时间上的分布。他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一致性：Pooled Consistency（POCONS）、Between Consistency（BECONS）和Within Consistency（WICONS）。其中，BECONS测量了面板中每年的横截面一致性，WICONS测量了每个特定案例的关系在时间上的一致性。面板数据包括了T个不同的BECONS、N个不同的WICONS和1个POCONS。对每个维度之间差异的承认使研究者能够理解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此外，作者还建议计算BECONS 和POCONS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即距离越短数据随时间的一致性越稳定，距离较大则需考虑时间效应（根据蒙特卡洛模拟将基准定位0.1），并计算WICONS和POCONS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以分析WICONS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5.2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5.2.1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各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本文的结果变量使用上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结果（DT）来表示，具体的条件变量说明如下。
5.2.2变量描述
由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会受到制造业自身发展及其应用的影响，还受到政府推动力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工业化路径依赖、市场竞争压力、数字化制造产业政策、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状况、数字安全程度等，进一步将其归纳为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章节将具体说明这些因素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程度和作用路径。
（1）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包括技术创新能力（RD）、人力资本（HR）和数字基础设施（Infrus）。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是制造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力能够帮助制造业塑造新发展模式，开拓新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扩散使得不同产业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创新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能有效推动产业融合，助力产业数字化发展（黄浩，2020）[32]。此外，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高素质劳动力人才的推动和实施，人力资本的高低是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重要体现。而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3]。技术创新能力用自主研发型创新能力（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技术引进型创新能力（研发经费外部支出）的综合指数表示[34]；人力资本以企业专科及以上就业人员占比来表征[35]；数字基础设施选取各省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如：企业利用互联网经营的比重、域名数、IPV4地址数）指数、以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信息化管理企业比重、有网站的企业比重、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指数，利用改进熵值法进行赋权，计算综合评分来衡量各地区制造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状况[1]。
（2）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外商投资和市场竞争力。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外国先进的经验和成熟的发展理念越来越多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外商投资可以直接弥补制造业由于购置数字化设备、建设智能化工厂、引进清洁生产技术等带来的巨额成本，还有利于技术模仿能力强的制造业更加有效的吸收外资企业技术（詹江，鲁志国，2019）[36]。研究表明，61.05%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认为市场竞争压力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首要原因，市场竞争力越大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越大。面对强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信息抓取和寻找动态解决方案的战略敏捷性，一般采用模仿的手段实现与对手的战略匹配与竞争均衡。此外，高强度的竞争放大了决策环境的复杂性，提高企业与外部主体的关联，加强企业间信息交流和资源流动，从而为其赢得更高的市场地位。Nickell[37]认为，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越高，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就越高、难度越大，则市场竞争程度就越低。同时，若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就越低。此时企业为尽快清空库存，会逐步放宽商业信用，从而导致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放缓。因此，为了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本文利用改进熵值法赋权将销售利润率、存货周转次数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三个指标的综合指数作为市场竞争变化(MKT)的最终测量值。外商投资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来表示。
（3）政府因素

政府因素主要指政府财政支持。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新兴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导致企业的颠覆性转型。面对这种高度不确定的转型，需要政府发布相关政策或采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增强企业转型信心。政府的财政科技支持，一方面能够帮助制造业缓解自身融资困难，进而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促使制造业加大研发力度和创新投入程度，从而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借鉴吴非等的研究，选取财政科技支出强度，即财政科技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来表示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GOV)[17]。

5.3数字化转型路径分析
5.3.1数据校准

根据本文案例的实际情况，选择直接校准法，参照杜运周[8]和陶克涛[38]的校准标准，分别设置所有连续变量的5%、50%和95%分位值的三个锚点作为完全非隶属度、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度，最终将所有数据转换成对应的模糊隶属分数。此外，在校准时为避免较多案例处在隶属度为0.5的交叉点上，从而影响分析结果，本文借鉴Fiss[39]的做法，将隶属度为1以下的所有隶属分数都加0.001。

5.3.2必要条件分析

根据fsQCA方法，首先要对各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所谓必要性分析是指结果集合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条件集合的子集。一致性是必要条件的重要测量准则，通常认为必要条件的一致性不低于0.9[40]。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数字化转型程度高这一结果变量来说，不存在必要条件，但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存在缺少数字基础设施和缺少外商投资两个必要条件。

表 3 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3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条件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高
	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高技术创新能力
	0.809
	0.738
	0.530
	0.599

	非高技术创新能力
	0.561
	0.491
	0.768
	0.833

	高人力资本
	0.722
	0.739
	0.531
	0.673

	非高人力资本
	0.681
	0.540
	0.794
	0.780

	高数字基础设施
	0.859
	0.887
	0.471
	0.603

	非高数字基础设施
	0.616
	0.485
	0.912
	0.889

	高外商投资
	0.874
	0.889
	0.484
	0.610

	非高外商投资
	0.617
	0.491
	0.912
	0.900

	高财政支持
	0.766
	0.702
	0.566
	0.643

	非高财政支持
	0.611
	0.532
	0.738
	0.796

	高市场竞争
	0.645
	0.600
	0.644
	0.742

	非高市场竞争
	0.722
	0.621
	0.653
	0.695


5.3.3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不同于必要条件分析，它是为了探索引起结果发生的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即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所代表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同样是通过一致性来判断组态的充分性，本文的一致性阈值借鉴程聪[41]的研究，将其设为0.8，而频数阈值则根据样本规模设置为3（下文已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在该样本数据中横截面效应超过时间效应，所以样本数据不存在面板结构，可将其看作一般QCA，属于大样本规模）。基于此，本文分别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进行组态分析。

（1）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组态分析

如表4所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路径有5条组态，其中一致性分别为0.979、0.985、0.977、0.993、0.987，说明5种组态都是促使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充分条件，同时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752，表明前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原因。

表 4 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组态

Table 4 configuration with high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条件变量
	组态1
	组态2a
	组态2b
	组态3a
	组态3b

	技术创新能力（RD）
	
	●
	●
	•
	

	人力资本(HR)
	●
	
	
	•
	

	数字基础设施(Infrus)
	●
	●
	●
	
	•

	外商投资(FDI)
	●
	●
	●
	●
	●

	财政支持(Gov)
	⊗
	
	•
	●
	●

	市场竞争(MKT)
	
	•
	
	●
	●

	一致性
	0.979
	0.985
	0.977
	0.993
	0.987

	原始覆盖度
	0.363
	0.417
	0.577
	0.294
	0.403

	唯一覆盖度
	0.025
	0.018
	0.211
	0.010
	0.046

	总体一致性
	0.969

	总体覆盖度
	0.752


注：用•表示条件变量出现，用⊗表示条件变量不出现。其中，大圆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圆圈表示边缘条件。空格表示条件变量无关紧要（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下同。

组态1（HR*Infrus*FDI*～Gov）表明，在政府财政支持较少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好以及企业获得充分的外部资源投资，仍然会促使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其中，人力资本、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均为核心条件，该组态路径能解释约36.3%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案例，代表性省份有福建、山东、辽宁、湖北。例如，相对于广东、江苏而言，辽宁省制造业获得的财政支持要少得多，但目前全省已开通2.5万座5G基站，建成经营性数据中心70座，营口、铁岭、辽宁禾丰、沈阳煤科院、辽宁联通、葫芦岛等6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上线运营，已接入企业300家、标识注册量350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此外，由于辽宁省制造业员工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排名靠前，且远超过大部分中部地区，加之全省从上至下一直贯彻着“以开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理念，如：加强与日韩装备制造业合作、高水平谋划筹办沈阳中韩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因此辽宁省制造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
组态2a（RD*Infrus*FDI*MKT）表明，在较强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制造业要实现较好的数字化转型应该同时具备技术创新能力高、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和较高的外商投资三个条件。该驱动路径能解释约41.7%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案例，其中1.8%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性省份有：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组态2b（RD*Infrus*FDI*Gov）表明，当制造业具备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高（获得的外商投资较多）以及当地政府较多的财政支持，就能完成较好的数字化转型。该路径解释约57.7%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案例，其中2.11%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性省份有：广东、北京、上海、浙江。例如作为制造业大省的江苏，虽占据全国七分之一的产值，但整体制造业水平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偏低，因此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抓手，加快数字化赋能成为了江苏制造业转型的必然选择。《江苏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明确提出，企业的数字化包括了人（员工和客户信息）的数字化、物（厂房、设备、物料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事（研发、生产、运营等活动）的数字化，要不断加强企业深入研发、政府持续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带动小企业发展等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意识。依据整个组态2呈现出的结果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三者都是核心条件，而市场竞争情况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边缘条件，且存二者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

组态3a（RD*HR*FDI*GOV*MKT）表明，在较强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制造业必须要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充分的外商投资以及高额的政府财政支持，才能取得程度较高的数字化转型成果。该组态路径能解释约29.4%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案例，代表性省份有江苏、山东、陕西；组态3b（Infrus*FDI*Gov*MKT）表明，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较多的外商投资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够帮助制造业完成数字化转型。该驱动路径能解释约40.3%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案例，代表性省份有安徽、河南、辽宁、湖北。整个组态3可以看出，外商投资、财政支持和市场竞争三者均为核心条件，而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的组合与数字基础设施存在替代关系，且均为边缘条件。

根据以上5条路径包含的核心条件和背后解释逻辑，将其划分为两类数字化转型模式：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1）市场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前期一些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主要是受到市场竞争环境、外商投资和政府财政支持的影响，然后通过改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或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转型。（2）资源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制造业转型的动机来源于其追求自身高质量发展，因而更侧重自身资源的转型，如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能力或人力资本水平等资源的转型。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2011-2019，在此期间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技术、政府政策和市场制度环境的完善，可以分为前期市场导向型和后期资源导向型，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2）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的组态分析

如表5所示，导致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的路径有4条，其中一致性分别为0.973、0.970、0.971、0.976，说明4种组态都是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的充分条件，同时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819，表明前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的原因。

表 5 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的组态

Table 5 configuration with non-high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条件变量
	组态1a
	组态1b
	组态2
	组态3

	技术创新能力（RD）
	
	
	⊗
	

	人力资本(HR)
	
	•
	⊗
	⊗

	数字基础设施(Infrus)
	⊗
	⊗
	
	

	外商投资(FDI)
	⊗
	⊗
	⊗
	⊗

	财政支持(Gov)
	
	
	
	⊗

	市场竞争(MKT)
	⊗
	
	•
	•

	一致性
	0.973
	0.970
	0.971
	0.976

	原始覆盖度
	0.590
	0.460
	0.513
	0.480

	唯一覆盖度
	0.118
	0.017
	0.039
	0.005

	总体一致性
	0.956

	总体盖覆盖度
	0.819


组态1可以看出，在市场竞争不激烈的环境下，非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非高的外商投资会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而即使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但由于缺乏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两个核心条件，仍然会驱动数字化转型程度非高。组态2表明，在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下，非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外商投资（核心条件）以及非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边缘条件），会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组态3表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非高的人力资本、外商投资、财政支持（核心条件）会造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

综上，通过对比影响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非高的组态路径可以看出，这些组态是非对称性关系，即促成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组态与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组态并不一致。但存在一定相同之处，如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必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企业，要能及时吸取外来资源和技术，帮助制造业实施转型。

5.3.4一致性和覆盖率距离的分析

表6给出了BECONS、POCONS和相应的距离度量，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每年的一致性阈值还是总体一致性阈值（0.956）均高于0.8，说明组态效应一直存在。WICONS距离0.322高于基准阈值0.1，说明本文的数据是不同质的。而WICONS距离（0.322）高于BECONS距离（0.003），基于GCA模型可以得出横截面效应主导了时间效应。此外，表6的数据进一步显示每年的BECONS数值相对稳定，说明年份不作为变量来考虑影响结果，本文数据并不存在面板结构。

表 6 组间和组内一致性

Table 6 between and within consistency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BECONS
	0.963
	0.962
	0.981
	0.970
	0.964
	0.968
	0.967
	0.957
	0.981

	BECON
	0.723
	0.735
	0.732
	0.735
	0.746
	0.766
	0.824
	0.890
	0.843

	BECONS distance
	0.003

	WICONS distance
	0.322

	POCONS
	0.956

	POCON
	0.819

	N
	28


5.4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调整一致性水平（一致性水平从0.8提高至0.85）和校准阈值（使用90%代替95%、10%代替5%）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Schneider and Wagemann[40]提出的QCA结果稳健的两个不同标准（不同组态的拟合参数差异和不同组合集合状态）进行判断，结果与表5所示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得分几乎一致，证实了POCONS（COV），BECONS（COV）WICONS（COV）的稳健性。
6研究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个方面综合评价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情况；在此基础上，运用fsQCA方法以我国28个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案例，探究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对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联动效应及驱动路径，揭示了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程度高与非高的核心条件及其复杂互动本质。研究结论如下：
（1）28个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虽存在个别中部省份超越东部省份、西部省份赶上中部省份的状况，但总体上东部领先、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的局面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具有广阔的区域梯度空间。
（2）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任何一个单一因素既不能构成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但是对于不能较好的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来说，缺少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是其不能实现转型的关键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存在5条路径，可以归纳为2种配适模式：即组态1和组态2是人力资本或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协同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资源导向型转型，组态3是外商投资、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并存模式，可以称之为市场导向型转型。
（3）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5条组态中，其所涉及的要素在解释数字化转型时存在替代效应，即在技术创新能力强、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高时，只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或者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即可驱动数字化转型效果；此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除了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广泛招揽外商投资之外，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或者实现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都会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6.2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各地区制造业和政府管理者具有以下实践启示：

（1）对制造业来说，应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且由于近几年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外紧张的贸易关系一定程度影响国内企业发展，因此制造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内外两方面提高自身实力。此外，制造业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借助外部数字资源或自身数字化能力，致力于企业技术创新、流程改造、商业模式转换等从而助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外商投资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缺失也是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关键变量。
（2）对政府管理者而言，要加强对制造业的财政支持，但是针对不同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需采取不同的支持力度。例如：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等东部地区市场竞争力强，此时政府应积极发挥作用，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财政支持。而对于部分地区，市场竞争环境和政府的财政支持存在替代关系，例如湖南、湖北等地区制造业市场竞争缓和，在具有较高的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基础上，为了促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政府应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和财力支持。但是制造业在未得到政府财政支持的地区，主要应该从本企业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寻找数字化转型非高的原因。

6.3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1）对于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本文采用客观权重赋权法，但由于客观赋权法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据和实际的问题域，可能会导致所得权重与其实际重要程度相差较大，将来应根据相关专家意见来确定东、西部不同地区指标的重要性，采用组合赋权法来综合确权，提高指标权重的科学性与准确性。（2）本文从四个方面考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但难免会有疏漏，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东、中、西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做组态分析和差异对比。（3）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针对面板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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